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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的校名由来及其倡办经历

严清华

摘 要  尘封百余年的文献史料中隐藏着一个有关武汉大学筹办的重要史实，即在国

立武汉大学成立之前，武汉大学校名即已被先期使用，并有过近20年的三段倡办经历。第一

段经历始于清末，源自英美传教士提出的“联合大学建议”，并在选址武汉后引出“武汉大学

计划”，但终因经费筹措未果而宣告中止；第二段经历始于武昌起义之后，一批辛亥革命志士

为了纪念武昌首义之功，倡议国人自己“设立武汉大学”，后因经费不足而最终未能如愿，但

却促成了被作为武汉大学基础而先行开办的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的诞生；第三段经历起

自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开办之后，由北洋政府鄂籍要员黎元洪等接续筹办武汉大学，曾大

张旗鼓地掀起过不小的筹办高潮，其间一度传闻黎元洪将校名更改为江汉大学，并最终留下

遗嘱而由其子给国立武汉大学捐款建造了一座现代体育馆。

关键词 武汉大学筹办；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国立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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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国立武汉大学”校名的正式启用，始于1928年，是由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命

的名；但尘封百余年的大量文献史料表明，在此之前武汉大学校名即已被先期使用，并有过近20年艰难

曲折的三段倡办经历。

一、清末传教士对“武汉大学”校名的最早使用及其倡办尝试

笔者曾于2008年与自己当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杜长征发文，谈及辛亥革命后不久广东道尹王韬庵

即明确表示，他们所倡议设立的学校就叫“武汉大学”，并说这是我们当时见到的最早使用“武汉大学”名

称的倡议，时间大约是1912年或1913年［1］。这是就中文所使用的“武汉大学”名称而言的，其实在辛亥革

命前的清末时期，“武汉大学”即以英文“Wuhan University”形式见诸报端。

（一） 源自“联合大学建议”

追溯起来，中国的新式高等教育发轫于清末，肇始于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教会大学起先以

文会馆、书院、学院等形式出现，如齐鲁大学的前身登州文会馆、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复旦大学的

前身震旦学院等，后逐渐出现直接以大学和大学堂命名的大学，如东吴大学堂、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圣

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1904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首次将“大学堂”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

但直到1910年，中国自己所开办的也只有三所公立大学堂，分别为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

堂。清末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是教会成为创办新型大学的主体。“联合大学建议”就是在这一背景

下由英美传教士所提出来的。

1907年，为纪念马礼逊传教士首次来华传教100周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①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盛

① 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是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成立的一个教育组织，当时使用的名称叫“中国教育协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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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教务“百年大会”。会上，担任会议教育组主席的上海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提

出了在中国建立一所“联合基督教大学”（Union Christian University）的建议［2］。与此同时，《教务杂志》上

刊载了一篇题为 《关于联合大学建议》（Suggestions Regarding a Union University，以下简称“建议”）的专

题报告。针对当时中国仅有一些一般性院校培养基础性专业人才的现状，“建议”认为此时中国急需创

办一所在规格上高于已有大学的标杆性“联合大学”，培养医学、法律、神学、牙科和各类科学技术高层次

人才。创建这所大学的资金规模，保守估算至少需要1000万美金或200万英镑；这笔巨额资金教会无法

承担，只能面向社会进行募集；操作模式是通过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任命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常设委员

会，以及在中国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资金的筹集及管理。从“Wuhan University”校名使用的渊源

上看，“建议”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关于拟办“联合大学”的选址问题，亦即将该大学办在何处的问题，这

就引出了建议者们对“武汉”的关注。“建议”中提出了四个候选之地，分别为北京、上海、汉口和南京，理

由为“北京是政治大都市，上海是商业大都市，汉口是地理中心，而南京也有几个优势。”［3］这里已明确将

汉口列入四个候选地范围之内。

该“建议”提出不久，《教务杂志》又刊载了一篇题为《联合大学》（A Union University）的文章，其中最

值得关注的是在选址问题上，该文倾向性地将武昌列为首选之地。文中较为突出地提到了英国伦敦会

驻汉阳牧师富士德提出的选址建议，认为他“基于英国教育制度提出的建议特别适用于武昌的情况”［4］。

继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百年大会之后，“联合大学建议”在英国保守党著名领袖索尔兹伯里之子威

廉·塞西尔的有力主持与积极推动下，逐渐开始紧锣密鼓地付诸行动。威廉·塞西尔时任哈特菲尔德大

学校长，在英美牧师界享有颇高声望。他于1907年到上海参加完“百年大会”回英国后，立即在牛津大学

和剑桥大学等著名高校发表演讲和进行游说，不久就在英国成立了一个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高校

有关专家和权威人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

为了获得英美教会的广泛支持，“联合大学建议”于1909年提交并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基督教教育协

会第六次年会进行讨论。会上虽然存在部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但大多数参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联合

大学建议”，认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应该欣然接受威廉·塞西尔勋爵提出的计划”［5］，该计划的决议草

案经修订后最终获得通过。同年，受伦敦联合委员会的派遣，威廉·塞西尔携夫人再次来到中国，在上

海、南京、汉口、武昌、北京、天津、沈阳以及长沙、宜昌等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值得注意的

是，在北京考察期间，威廉·塞西尔专门拜访了曾在武汉大兴实业和开办新式教育的清廷重臣张之洞，据

称张之洞“同意了这个计划，并建议汉口作为一个合适的中心”［6］。此次考察之后，倡办者们很快就将拟

办联合大学的校址选在了武汉。倡办者们此时看中的不仅是武汉地处中国中心所具有的独特地理优

势，更主要的是由于此时的武汉在张之洞长期举办新式教育的努力下，已积淀了相当丰厚的新式教育

资源①。

正是在“建议”获得协会表决通过和威廉·塞西尔考察确定选址之后，联合大学的具体推进工作很快

就落实到了武汉传教士的手上，于是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具体实施传教士们拟办联合大学的“武汉大

学计划”。

（二） 引出“武汉大学计划”

1910年 5月 24日，《字林西报》登载了一篇透露“武汉大学计划”信息的简短报道，称鲁茨（Bishop 

Roots②）将赴爱丁堡参加世界传教大会；他是武汉大学计划地方委员会的官方代表；威廉·塞西尔勋爵为

武汉大学计划的组织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将与英国和美国的该项目领导人举行会谈［7］。该报道称，此报

① 此时张之洞已在武昌创办了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他还对原江汉书

院以及自己主持创办的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实行改制，后经合并组建，最后定名为两湖总师范学堂。

② Bishop Roots 亦译为“鲁兹”，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华著名传教士，其中文名叫吴德施。1896 年受美国圣公会派遣来中国，在武汉工作42 年。

曾任鄂湘辖境主教、中国基督教中华续办委员会委办长、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与周恩来、朱德等关系密切，是一位中国知名的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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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来源是《汉口每日新闻》①5月20日的报道。

上述这篇简短的报道至少透露了如下五条与“武汉大学”相关的信息：

第一，该报道中明确使用了“武汉大学”的英文名称，即Wu Han University②，这是我们迄今所见最早

以英文形式使用“武汉大学”这一名称的报道。若如此，那么武汉大学英文名称最早见诸报端的时间，应

该是该报所援引的《汉口每日新闻》进行报道的1910年5月20日，这天就应该被视为武汉大学英文名称

的诞生日。

第二，该报道首次透露“武汉大学计划”（Wu Han University Scheme），意味着此时的“武汉大学”已不

是徒立虚名，仅仅停留在建议的层面，而是要通过制订具体计划进入实实在在地操作与实施的倡办

阶段。

第三，已成立一个“地方委员会”（Local Committee）的机构，亦即不仅有了倡办武汉大学的计划，而

且已建立了付诸实施的组织机构。

第四，为这个“计划”的组织付出很多努力的是前述拟办“联合大学”的实际主持人与有力推动者威

廉·塞西尔，他是指导武汉大学计划制订与实施的组织者。

第五，著名主教鲁茨是实施武汉大学计划的重要代表人物，意味着这个计划将由他来具体实施。

这篇简短的报道中并未说明“武汉大学计划”是在落实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联

合大学建议”，但从其内容及相关信息可知：第一，这个计划的组织者就是“联合大学建议”提出后的实际

主持人与有力推动者威廉·塞西尔；第二，该报道显示已成立一个“武汉大学计划地方委员会”，这一组织

机构正与前述“联合大学建议”中所设计的在伦敦成立的常设委员会，即威廉·塞西尔在英国组织成立的

联合委员会相匹配，属于地方性的专门委员会，即相当于教会设置在伦敦的委员会总部在武汉设立的分

支机构或执行部门；第三，1910年2月底威廉·塞西尔在英国举行过一次重要的小型会议，其主要目的就

在于“明确提出一项计划”［9］，3月17日在市长官邸又举行过一次小型会议进一步进行了讨论。紧随其后

的5月20日，即出现了涉及“武汉大学计划”在媒体上的正式报道。由此可以大胆地推断：“武汉大学计

划”就是“联合大学建议”的具体化，是为“联合大学建议”进入实际推进与具体实施阶段而制订的行动

方案。

就在《字林西报》简短报道“武汉大学计划”消息的当天，即1910年5月24日，署名为“武汉大学委员

会秘书长”（ C. H. Secretary， Wu-Han University Committee）的英国伦敦会驻汉口牧师施伯珩致函《字林

西报》编辑。该函以武汉大学委员会秘书长署名方式公开发表，相当于“武汉大学计划”消息通过正规的

组织程序与媒体渠道实现对外的正式发布。该函主要通报了在武汉设立联合大学的进展情况，包括已

聘任两位教授。该函明确将“武汉大学计划”与“联合大学计划”全然对接起来，称该计划今后将被称为

“联合大学计划”；函中明确表示鲁茨主教已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委员会主席；并表示非常希望这所新大学

建立在强有力的国际基础上［10］，表明是要建立一所高标准、高规格并具有国际水准的新型现代大学。

以上《字林西报》的简短报道及“武汉大学委员会秘书长”致函《字林西报》的时间，均为1910年5月

① 《汉口每日新闻》是英国人约翰·安德鲁1906年创办的一份英文报纸，英文报名叫The Hankow Daily News。不知何故，笔者通过各种渠道和关

系均未找到该份报纸。可能该报原本均未被收藏，抑或有收藏者后又丢失了。

② 传教士们在使用“武汉大学”名称时，对其中“武汉”一词的拼写采用了3种不同的方式，分别为“Wu Han”“Wu-Han”或“Wuhan”。本文除在引文

中保留其原文拼写方式外，其余则统一采用了当今通行的地名拼写方式，一律将之拼写为“Wuhan”。另需说明两点：一是“武汉”一词，尽管在清

末还不是一个成建制的城市名称，但在明代姚宏谟的《重修晴川阁记》中，该词即已出现，谓“武汉之胜迹，莫得而观其游焉”。此时则逐渐被人们

广泛使用，一些报刊辟有“武汉近闻”“武汉近事”“武汉纪闻”“武汉纪事”等栏目或进行相关报道，还开始出现“武汉三镇同业”“武汉商务总会”

“武汉物产会”“武汉劝业奖进会”（展会）等以“武汉”冠名的组织、机构或活动的名称，表明此时传教士们选择以“武汉”来冠名拟办的大学，并不

是一种孤立的行为与现象。二是这里的“武汉大学”应该不能理解为是指办在武汉的大学，因为传教士们在表达拟办大学的选址时，通常使用的

是具体地点的名称，如武昌、汉口，而“武汉大学”则正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就英美传教士关于武汉大学设立计划而给其外务大臣发出

的一份报告中所称，“该大学命名为武汉大学”［8］，是一个表达拟办大学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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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再加上《字林西报》称其简短报道源自《汉口每日新闻》5月20日的报道，由此可以看出1910年5月

20日和24日这两天对于“武汉大学”英文名称的确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时不仅首现“武汉

大学”英文名称，而且还透露出“武汉大学计划”的消息，以及“武汉大学委员会”这一组织机构及其主席、

秘书长等履职信息，还包括已开始聘任教师等，表明武汉大学倡办之事已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地实实

在在开展起来。

此后，1910 年下半年及 1911 年接着又陆续出现几则相关信息，披露了上述计划的推进情况。如

1910年 9月 20日汉阳牧师富士德致函《字林西报》，重点通报了在英国伦敦组建联合委员会的情况［11］；

1910年12月《教务杂志》刊载了一篇报道，其标题为《武汉大学计划》，通报了威廉·塞西尔等为推进武汉

大学计划，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受到了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多伦多大

学等众多著名大学非常热情的接待，以及这些大学的校长均表示愿意在联合委员会任职等方面的情

况［12］；1911年8月26日英文刊物《中国国家评论》刊载了一篇报道，其标题为《武汉大学》，通报了英国人

力图通过在中国创办现代大学方式对中国进行补偿的心态，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将在教育资源上

给予大力支持的相关情况等［13］。

以上这些消息均表明，“武汉大学计划”正在威廉·塞西尔等英美热衷传教事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

大张旗鼓地向前推进。

（三） 止于经费筹措未果

要创办一所高标准、高规格的新型现代大学，理所当然需要一笔巨额资金，按照当初预算，其额度至

少要1000万美元或200万英镑。按晚清汇率换算，大约为当时中国的800万两官银，相当于慈禧耗时九

年修建颐和园的全部花费。

资金筹措的启动大约始于1910年2月，此时逐渐透露出公开呼吁筹集资金的信息，当时预算先筹集

5万英镑，五年内再筹集20万英镑作为捐赠基金［9］。

到了1911年11月，进一步传出了预告捐款的消息。据路透社报道，拟建大学的发起人发表了一封

呼吁捐款 25 万英镑的信，希望在英国筹集一半，另一半在美国筹集。为此，《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占据

两个栏目的广告，解释了该计划的目的、重要性及意义［14］，算是正式拉开了公开招募捐赠的序幕。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给传教士倡办武汉大学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1912年开始倡办活动基本

处于停滞观望状态，资金筹措理所当然也就无从开展。1913年5月，报纸上出现了拟办大学创办经费筹

措不太乐观的报道。据称，在筹集建立和资助大学的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整个提案似乎可能会被放

弃。原因在于原本商定经费是由英美两国共同承担的，但后来美国集团宣布退出，大学只能在英国的赞

助下建立，而英国虽然成立了强有力的委员会，但似乎并未募集到创办大学所需的资金，因而陷入“资金

不足”的窘境；报道也同时宣称已收到一位国会议员2000英镑的捐赠［15］。这是迄今所见文献史料中唯一

一次数额极其有限的捐款报道。

如果说1913年倡办者们对于筹措经费还抱有些许希望并竭力继续争取的话，那么到了1914年情形

进一步恶化，迫使他们不得不无奈地放弃初衷。这一年的最大历史事件是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

大战一触即发的3月8日，一份名为《侨报》的英文报纸以《中国大学计划在英国失败》为题进行了报道，

称“威廉·塞西尔勋爵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宣布，中国中央大学的计划几乎没有得到认可，已经到

了取消的地步”［16］。这实际上等于以委婉的词语、无奈地正式宣告了对该计划的放弃。

从1907年算起，前后历时七年时间，英美传教士试图在中国创办联合大学并进而尝试实施“武汉大

学计划”的这次努力最终化为泡影。

二、辛亥革命志士对武汉大学的先期筹办

大约在 1912年英美传教士倡办Wuhan University处于停滞观望状态并即将予以放弃之际，一批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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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志士为了纪念武昌首义之功，提出了国人自己筹办“武汉大学”的倡议，并进行了前后共五年时间

的不懈努力而最终取得一大阶段性成果。

（一） 王韬庵首倡“设立武汉大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之后，王韬庵首次提出了由国人自己“设立武汉大学”的建议。1916年出

任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首任校长的汪济舟，在为该校同学录所写的《本校成立始末记》中曾对这一情

况予以追忆。他说：“斯校之成，非成于始成之日，其所由来者久矣。盖自武昌首义，翦清室，建共和，都

人士即谋所以纪大功者，于是前广东道尹王君韬庵议曰：清室取亡之道多端，而阶之厉者实收回川汉铁

路也。今幸大功告成，即以米厘公股设立武汉大学。鉴彼祸端，宏我多士，不亦善乎？众曰：可。”“方是

时，此款已归交通部掌握。赖王君力争，始拨息金筹办。事基甫定而王君中道殁于粤东。”［17］（P29）这段

追忆，当然是针对1916年创办的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的缘起而言的，该校于1923年更名为国立武昌

商科大学，1926年并入两年后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但这段记忆却再现了王韬庵

首倡“设立武汉大学”的大致过程与基本情形，是目前所见关于辛亥革命志士首倡建立武汉大学的最具

权威性的记载。

这段记载至少透露出如下六条与武汉大学相关的重要信息：

第一，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成立之事由来已久，当初原本所要创办的学校就叫“武汉大学”；

第二，倡办武汉大学的缘起与武昌首义关系至为密切，其倡办主体是一批首义之都的仁人志士，主

旨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成功，借鉴清室灭亡教训，弘扬众多革命党人无尚荣光的革命精神；

第三，最先提出“设立武汉大学”的是广东道尹王韬庵，也就是说王韬庵是辛亥革命志士中建议创办

武汉大学的首倡之人，理所当然地，他也是继英美传教士们以英文形式提出“Wuhan University”之后，以

中文表达方式提出“武汉大学”名称的第一人；

第四，清政府收回川汉铁路造成极大祸端①，张之洞督鄂之后为建造川汉、粤汉铁路所征收的湖北米

厘公股款项应该用来建设武汉大学；

第五，湖北米厘公股这笔资金由中华民国交通部所掌握，经王韬庵大力争取，已获准拨付息金筹办

武汉大学；

第六，此事刚确定不久，王韬庵在广东东部道尹任内去世了。

这里涉及一位关键人物，就是王韬庵②。王韬庵是武昌起义的积极参与者，1911年10月，可能因为

他之前曾担任过安徽特派视察官，故负责组织发动安徽武装起义的武焜南携他赴安庆会见抚台朱家宝，

劝其树起独立大旗。设立武汉大学的倡议之所以由他率先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经历和声望

密切相关。他曾自费东渡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毕业后滞留东京三年，担任过中国留学生总会馆干事、总

干事，以及留日湖北教育会会长；他长期从政为官，先后担任过知府、江苏候补道、广东潮循道尹，积累了

大量留学校友以及教育界和政界的人脉资源。加之他翻译过日本著名教授的专著，对大学教育堪称情

有独钟并极具敏感性与认知度，因而由他首先提出设立武汉大学也并非难以理解。至于他提出拟设立

的大学为什么叫“武汉大学”而非其他别的什么名称，这恐怕与英美传教士们前此提出的“Wuhan Univer‐

sity”这一英文名称不无关系。一方面，英美传教士此时已将试图在武汉倡办的大学称之为武汉大学，作

为关注在武汉创办大学的辛亥革命志士们，对此情况势必有所了解；另一方面，正如英文中的许多词汇

① 1911年5月，清政府屈从英、法等外国列强，强行将已为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与英、法、德等国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致使川汉铁路筑

路权落入外国列强之手，激起湘鄂川粤人民的强烈反对，发展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并最终导致武昌首义的爆发。

② 王韬庵的史料信息相当匮乏，甚至连查觅他叫什么名字都颇费了一番工夫。后通过汪济舟校长所述的广东道尹线索查到他乃王运嘉，字韬庵，

曾出版日文译著《宪法讲义》（该书标明为美浓部达吉讲述，王运嘉、刘蕃合译，大江印刷所1907年印刷），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收藏的影印本

扉页中有当时驻日本公使胡惟德的签字留言，谓“湖北王君韬庵见赠”；他的另一译著《地方自治模范》中有一篇由合肥名宿张振声所作的“叙

言”，其中也有“松滋王君韬庵，余多闻友也”这样的记述，这就完全证实了王韬庵即为王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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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语大都先由日语翻译成汉字转而传入中国这一现象一样，传教士们提出的“Wuhan University”这一

英文名称，实际上在国人使用之前就由日本驻汉口总领事翻译成了日文汉字“武漢大學”①。王韬庵因有

过游学和滞留日本的经历，故很可能对英文译成日文的“武汉大学”一词并不陌生。他提出设立武汉大

学的倡议之所以得到众多辛亥革命志士的拥护，根本原因在于其初衷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

反映了首义之都广大仁人志士的共同愿望与一致呼声。

王韬庵提出“设立武汉大学”的具体时间为1912年。据汪济舟校长追忆，他1916年出任国立武昌商

业专门学校校长时，“去创议之初，已阅五载矣”［17］（P29），从 1916年往前推算第五个年头即为 1912年；

1920年《神州日报》曾发表过一则消息，称“武汉大学倡办于民国元年”［18］，民国元年即1912年；《盛京时

报》曾刊载过一则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务院纪事”，称“教育部呈拟令武汉大学发启人等将性质规程送部

核办”［19］，这是“武汉大学”这一名称迄今所见最早以中文形式公开出现并以官方纪要方式正式发布的信

息，该信息刊载的时间为1912年9月4日，若再无新的文献史料发现，这一天应为“武汉大学”中文名称的

公开诞生日②。

王韬庵除率先提出设立武汉大学的建议外，按照汪济舟校长的追忆，他还争取到了倡办武汉大学的

建设资金。如前所述，王韬庵建议使用的资金源自张之洞督鄂后为建造川汉、粤汉铁路湖北所征收的米

厘公股款项，实际上这笔款项前清邮传部即已奏定，用于地方的公用事业。而投入教育领域筹办大学正

好是一项最有理由称之为“公用事业”的建设项目，因而对于王韬庵等人来说，使用这笔资金设立武汉大

学有理有据，是最有可能争取到政府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王韬庵之所以能够争取到这笔资金，应该还

是与他在中国政界和教育界积攒下的大量优厚人脉资源不无关系。他这方面的人脉资源大体来自两个

群体：一为本身即为倡办武汉大学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群体，如曾为他的两部译著“署检”或“署签”，

辛亥革命后出任湖北省议会副议长、国会众议院议员，与他既为湖北松滋老乡又同姓、同辈的王运孚（字

铁公），即属此类人物；再一类人物为他留日母校日本法政大学的校友群体，如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

长胡汉民，内务部次长（代总长）居正，法制局长宋教仁，民国初年先任教育部次长、后任教育总长的范源

濂，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汤化龙、朱执信、沈钧儒等，即属这类人物。在政界和教育界拥有如此广

泛、优厚的人脉资源，由他出面争取到本已由前清奏定的专项资金资助筹办武汉大学，应该是不难理

解的。

王韬庵争取到筹办武汉大学的建设资金实际上是在他病故的前一年即1914年4月，才获得正式批

文的。正式批文的基本内容为：“武汉大学前经士绅议定，以汉粤川铁路鄂省公股米捐项下共银一百三

十三万五千余两，又钱四十三万五千余串，充作大学基本金；以每年约得息金十三万余元为常年经费；以

民国元、二年应得息金约二十六万元，充开办及建筑校舍之用；以将来红润所得，充改良之需。”这里涉及

资金总额及分项使用说明，是经武汉大学倡办者们“议定”后提出的建议或申请，核心是希望将汉粤川铁

路鄂省米捐公股款项全数拨充武汉大学基本金。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在批转呈报大总统时，对“全数拨

充”予以否定，理由是此款项虽经前清邮传部奏定用于鄂省公共事业，但“鄂省幅员辽阔，地方公共事业

不仅学务一端”，“全数拨充”“似与前清邮传部原案未符”；他们请示大总统提出的方案是“可否酌拨若干

充武汉大学基金，将余存公股留备该省他项公共事业之用”。此方案得到了大总统“批准如所拟办理”的

批复［20］。

就此批文来看，王韬庵争取到的资金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以汉粤川铁路鄂省米捐公股款项

充作武汉大学基本金；第二，以该款项息金及红利作为武汉大学日常经费和建设及发展经费之用。但有

① 前已述及，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曾就英美传教士拟办武汉大学之事向其外务大臣提交报告，时间为1911年8月23日，该报告是迄今所见

最早以日文形式提及“武汉大学”名称的日文历史文献。

② 如此看来，依据迄今发掘的文献史料，“武汉大学”名称出现了 3 个不同语种的诞生日（首见日），分别为：英文“Wu Han Univers ity”，首见日为

1910年5月20日（或24日）；日文“武漢大學”，首见日为1911年8月23日；中文“武汉大学”，首见日为1912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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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却不甚明了：第一，汉粤川铁路鄂省米捐公股款项的总数按照倡办武汉大学士绅们提供的说法为白

银133.5万余两，而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下达批文中的说法则是“现尚未全清厘”，也就是说，这笔款项的

准确数额还有待查核，到底有多少还不清楚；第二，这笔款项不能“全数拨充”，只能酌拨若干，到底能拨

多少尚未明确；第三，何时开始拨付，具体如何拨付，也未明示。这样看来，王韬庵争取到的这笔资金还

只是停留在一个原则性认可或同意的批文上，只能说获得了资金来源的渠道与承诺，离资金的实际获得

还有一定的距离。

万事开头难。对于武汉大学的倡办来说，王韬庵毕竟开了一个好头，他的功劳与贡献主要在于：他

首次使用了“武汉大学”的中文名称；首次提出了国人自己设立武汉大学的建议；首次争觅到武汉大学建

设资金的来源与承诺，为武汉大学进入实质性建设奠定了起始基础。

（二） 汤化龙等接续筹办

依据汪济舟校长的追忆，王韬庵争取到资金承诺后不久“殁于粤东”，接下来“复赖汤君济武、夏君仲

膺、王君铁公、时君月阶、马君校田、周君荣青继起维持，始谋得以不坠”［17］（P29）。也就是说，继王韬庵之

后接续推进武汉大学筹办的是汤济武等人。

汤济武即汤化龙，字济武，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后先后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北京国民政

府众议院议长；1914年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1916年先后任众议院议长、内务总长。

除汤济武外，其他几人也都是推动和参与武汉大学筹办的积极分子。从有关文献史料来看，至迟自1914

年开始，汤化龙实际上即已成为筹办武汉大学的最有力推动者和实际主持人。此时一个极为有利的条

件是汤化龙就任教育总长，直接掌管国家教育大权；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即湖北黄陂籍政府要员黎元

洪，他对倡办武汉大学之事极为热心，一直给予大力支持。汤化龙任教育总长的这段时间（1914-05-01

至1915-10-05），对于武汉大学的筹办而言绝对是一个极佳的时机。种种迹象表明，也正是在这段时间，

武汉大学的筹办工作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的确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首先是倡办者们开会讨论，形成续办共识。最先提出续办建议的似乎是前已提及的夏寿康（字仲

膺）等人，1914年8月即有报道称：“由旅京鄂人夏仲膺等提议维持，归部接续筹办”［21］；1915年夏寿康等

人更是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即“旅京官绅周树模、夏寿康等，开最后会议，决定维持方法”［22］。这里提及的

周树模亦为武汉大学倡办者中的一位重要成员。

其次是强化武汉大学筹备处的地位与作用。汤化龙就任教育总长之前，作为一个专门负责筹办武

汉大学的组织机构“武汉大学筹备处”即已成立。这一机构的成立时间据载为1912年①，但当时它似乎还

不是经教育部批准备案的机构；汤化龙任教育总长后不久，情况就不同了。1914年7月15日，筹备处更

换处长和推举职员，均通过正规程序如实呈报教育部并经批准备案［23］，表明这一机构至少在此时已具有

较高规格，成为专职负责武汉大学筹办的教育部直属机构。

再次是汤化龙教育总长于1915年1月25日亲自发文“派本部秘书毕惠康赴鄂调查武汉大学筹备事

宜”［24］。说是“调查”，真实意图应该非常明显，就是通过教育部派员赴鄂方式，敦促武汉大学筹备工作的

开展。毕惠康赴鄂调查武汉大学筹备事宜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多家媒体均曾予以报道。

还有一大重要事项，就是针对武汉大学建设资金的来源问题，湖北巡按使（省长）于1915年1月发函

交通部，咨请核查清算鄂路米捐公股这笔款项的确切情况。交通部当月即予复函，表示此款项的具体数

额为80余万两［25］；后于7月底经交通部长签发的文件中又正式对外公布了该款项查核的具体数额，为81

万余两（折合银圆为115.9万余元）［26］。这一数额比原先倡办武汉大学士绅们提供的133万余两少了一大

截；而且拿出多少充作武汉大学的基本金也仍未明确。不过总算查清了这笔款项的准确数额，将武汉大

学争取资金资助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① 据1915年的一则记载：“徒设筹办处于官立法政学校，迄今三载”［22］，倒推3年为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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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倡办者们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推进武汉大学筹备的具体工作。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第一，着

手草拟学校组织构架方案，“公推汤济武，担任草订内部组织法”［22］。第二，酝酿聘任校长，“校长一席，闻

有于张仲炘、姚晋圻、时象晋、饶菽光四人中择聘之说，并闻姚最为有望”［27］。第三，开始寻求米捐公股之

外的资金渠道，所瞄准的是鄂省商民自集川粤汉铁路商股的余款，但据闻“该路欵多被经手人刘鹄臣吞

没，与著名官绅数蒙朋分，所剩仅数万元”［28］。第四，开始思考办学规模与学科设置等问题，1914年有报

道称汤总长提出的办学规模是循序渐进，“仅允试办一堂（四十人），俟著成效，方可推广”［21］；1915年则有

“将文、法、师、农、工、商、矿各科同时并设”［28］之说。第五，提及设立或开办时间，依据1914年6月教育部

的部署，“本年下学期，湖北应设武汉大学”［29］；1915年春有报道又称“开办期至迟总在今年上学期”［28］。

总之，这一时期的倡办者们为了办成武汉大学，的确付出了巨大努力，其结果虽然没有完全如愿以

偿，但最终却取得了一大实实在在的阶段性成果，即促成了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的诞生。

（三） 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的成立

据汪济舟校长追忆，作为武汉大学之基础先期开办商业专门学校这一建议最初是由王运孚提出来

的，“迁延至于五年，王君铁公虑事久悬或废，乃集同人商榷，先设商业专校以为武汉大学基础，议成遂公

请教育部开办”［17］（P29）。按照汪济舟校长的追忆，王运孚提出先设商业专门学校建议的时间为 1916

年；但经查文献史料，实际上教育部在1915年9月22日即有正式批文，同意武汉大学筹备处提出的先设

商业专门学校的方案。

教育部批文的主要内容为：“据武汉大学筹备处详称，武汉大学筹备之始，经由鄂省京内外士绅公

议，指定鄂省川粤汉铁路公股息款，作为开办及常年经费。查此次交通部呈准储本还息之欵，每年仅得

六万七千余元，不敷设立大学之用。拟请由部体察情形，先行开办商业专门学校，作为国立。”就是说，经

交通部核查的前此所称80余万两鄂省川粤汉铁路公股款项产生的息金为每年6.7万余元，不敷设立大学

之用，故报请以国立形式先行开办商业专门学校。教育部的批示为“应予照准”；但同时也表示“地方公

共事业，固当统筹兼顾”［30］。亦即表示6.7万余元并非全部拨充武汉大学常年经费。1916年底，教育部再

次批文予以回复，表示此款息金“近三年内每年分拨通志局三万元”，供其编纂通志之用；加上其他公共

项目支出，所剩已不太多了，于是决定“兹拟每年拨付息金二万六千元，以为该校常年经费”［31］。也就是

说，每年能拨付给拟办武汉大学的经费只有2.6万元了。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点经费已相当之少了，即

令与1909年拨给两湖师范学堂的5万元，乃至1911年拨给方言学堂的5.64万元相比，也相差一半左右之

遥；更不用说与北京同类高校相比了，如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经费为16.5万元，北京工业专门学

校为11.15万元，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8.7万元等［32］。2.6万元经费确实不敷设立大学之用。

看来正是碍于经费不足，故武汉大学的倡办者才议定先设商业专门学校，并获得教育部的正式批

准。此后时隔约四个来月，经在京鄂绅王璟芳、杨汝梅等人推荐，留学日本早稻田专门部政治经济科的

汪济舟被教育部正式任命为校长；校址由省政府以武昌三道街前存古学堂旧址拨充；校名由教育部定为

武昌商业专门学校。这样，经过教育部正式批准后约一年时间的精心准备，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就于

1916年9月正式成立了。

从王韬庵提出设立武汉大学，到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的成立，历时五年时间，武汉大学倡办者们

的艰辛努力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也可算是不负所望、小有成效了。但是，对于武汉大学倡办者们来说，

先行开办商业专门学校“尚属妥协”［30］，绝非他们的本意与初衷。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开办商业专门学

校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拟筹办的武汉大学奠定基础，即所谓“议定先行开办商业专门学校，以树基础”［33］；

“先设商业专校以为武汉大学基础”［17］（P29）。商业专门学校成立后，武汉大学筹备处作为一个专门负责

武汉大学筹办工作的独立组织机构仍然一直予以保留；有所不同的是“将前武汉大学筹备处附于商校之

内，即以商校校长兼充处长”［34］。但这一模式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因操作者们感到校长兼任处长不太顺

畅，于是提议“依旧仍以原处长周棠接充，以资熟手而利进行”，这一提议获得教育部批准［35］。在武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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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筹办过程中，倡办者们对于建立武汉大学始终充满坚定的信心与美好的期待。汪济舟校长在追忆中

曾情深意重地呼吁：“诸君倘肯赞襄初议、时赐教言乎，武汉大学容有成立之日也，是固济舟所深望

也。”［17］（P29）汪校长的深望，终因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的诞生而成为现实。

三、北洋政府鄂籍要员对武汉大学的续办

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开办之后，由于前此积极推进和实际主持武汉大学筹办工作的汤化龙不再

担任教育总长职务并于1918年不幸遇刺身亡，因而身为北洋政府鄂籍要员的黎元洪从原本就积极支持

武汉大学倡办的幕后一跃而登上了前台，成为继汤化龙之后武汉大学筹办的有力推动者与实际主持人，

将武汉大学的筹办工作带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 黎元洪的早期介入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俗称“黎黄陂”，早年追随张之洞训练湖北新军。说来也巧，1898年，他

还与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人士有过一段共赴日本考察的经历。是年春，受张之洞派遣，他参加了由自

强学堂总稽察姚锡光带队，并由自强学堂瞿世瑛任日文翻译组成的考察团，赴日本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

的实地考察，重点考察的是教育和武备［36］（P17）。

作为深得孙中山赞誉的“民国首义第一伟人”，历史的机缘让黎元洪在民国初年各派力量折冲樽俎

的政治博弈中三任副总统、二任大总统。虽然堪称位高权重，但在那个军阀当道的年代，他却饱受军阀

钳制困扰，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以致后期心灰意冷，政治热情不再。不过，对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他却始终满怀激情，尤其对于辛亥革命志士倡办武汉大学，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国立武昌

商业专门学校开办前，汤化龙是武汉大学筹办的积极推动者与实际主持人；此时黎元洪所扮演的则是充

当幕后的积极配合者与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角色，正如他在第一次卸任大总统后，有媒体在报道中所称的

那样：“汤济武在教育总长任内，主倡武汉大学一所；赞助最力者，为前大总统黎宋卿。”［37］

从现有文献史料来看，大抵从1915年开始，在有关武汉大学筹办的报道中就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黎元

洪的名字，而且由于他位高权重而通常被置于首位予以报道。如在教育部决定开办武汉大学并派秘书

毕惠康赴鄂调查相关筹备事宜时，即有报道称：“黎副总统前与汤化龙、周树模、夏寿康、饶汉祥诸显者发

起筹办武汉大学校，以为首义纪念”，毕秘书调查后最终采取怎样的行动“须俟毕秘书回都禀复汤总长与

黎公商办”［28］。很明显，黎元洪是幕后的重要支持者，如何筹办武汉大学是需要与他商定的，也就是说，

他不仅是倡办武汉大学的重要支持者，而且是主要决策者之一；同时，他与诸位达官显贵共同“发起”，也

是倡办武汉大学的一位早期发起人。

（二） 坚持续办的大致过程与骨干成员

从时间上看，黎元洪成为坚持续办武汉大学的最主要推动者及实际主持人，大约是从 1917年开始

的。这一年，黎元洪经历了人生的一大转折，即在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任上，与时任国务总理的皖系

军阀首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结果招致驱逐，被迫退隐津门。自此开始约五年时间，受企业盈利的

巨大鼓舞，他转而全身投入实业领域，表示自己“只能作一平民的实业家”［38］。举办实业之余，由于他越

来越具备经济实力，也似乎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因而他不忘其一直热心的教育事业，开始了继

续推进武汉大学筹办的工作。

黎元洪主持筹办武汉大学，缘自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湖北教育事业的热心关注与深刻认识。

他曾说过：“欲国家富厚，莫如振兴实业；欲社会改良，莫如扩充教育。美国之富，日本之强，推其由来，统

基于此。”“武昌居天下之中，以地理便利言，以时势需要言，纵有十专门学校，亦不为多。”［39］

他积极推进的武汉大学的筹备工作，自1919年起进入高潮期。据当年媒体报道：“黎黄陂自卸职以

来，于政治方面极抱冷静态度，迩来对于教育极其热心”，“决定年终与鄂当道商议武汉大学急进方

法”［40］。看来此时他的心态已从政治阴霾中调整过来，对于筹办武汉大学已较为急迫。1920年更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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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记者昨晤第一师范旅行京津之涂谷卿氏，据其与黎黄陂之谈话，黎氏对于武汉大学非常热心。黎

云：鄙人自解甲以来，无日不从事于实业、教育两途，亦无日不思从湖北着手。故一年以来，对于武汉大

学非常留意。”［18］这些报道，记述了他对筹办武汉大学的急切心情与热心程度。

世事多舛，1922年北洋政府发生重大变故，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吁请黎

元洪复职大总统，又将黎元洪拉入政治漩涡中心，直到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大总统，黎元洪的

政治梦才彻底破灭，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东渡日本暂居。因此，1922、1923这两年，他筹办武汉大学的工作

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1924年从日本回国后，他不忘初心，重新开启武汉大学的筹办工作。“黎黄陂由日回国后，屡次表示

对于政局不愿与闻”，看来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创伤，他已身心俱疲，对政治已彻底死心。“近与饶

汉祥、金永炎等讨论进行武汉大学办法，准备同饶、金两氏回鄂，将武汉大学组织成立。”［41］看来，他对筹

办武汉大学始终眷念不舍，一旦政治失意，在打理实业之余，就着手推进武汉大学的筹办工作。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却传出了武汉大学“兴办无望”的消息。1924年6月17日，有报道称：“黎氏对外

之表示，颇愿投资于实业，至办理教育一层，尚未言及自行筹款办学之说。盖黎氏不肯出此巨资办一大

学，固属重要原因；而黎之食客，并无教育专家。前任副总统时，曾有金某劝令筹办武汉大学，黎氏已出

资万元，学校因未成立，款项亦已飞出。此次外方所传，仍系金某之空气作用，但恐黎氏有前车之鉴，未

必从其私衷云。”［42］这则消息实际上透露出黎元洪即将放弃武汉大学筹办的若干重要信息：第一，比起举

办教育来，黎氏更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第二，他手下并无教育专家，意味着他不会贸然冒险进行此项投

资；第三，他之前任副总统时，受“金某”即黎氏同乡幕僚金永炎劝励筹办武汉大学，并实际出资万元，结

果事未成而钱款却已不翼而飞；第四，近期关于他捐资办学的传闻，乃系金氏凭空捏造，意味着并非黎氏

本意；第五，黎氏有前车之鉴，决不会再受骗上当，满足金氏私欲。这则消息的来源，据称是由“黎之亲信

鄂友某君”所透露，其可信度既值得怀疑，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自1924年下半年后，黎元洪筹办武

汉大学的音讯也就戛然而止了。

在黎元洪推动和主持筹办武汉大学的整个过程中，除黎元洪本人外，还有几位尽力协助和积极参与

武汉大学筹办工作的骨干成员，主要有哈汉章、饶汉祥、刘凤章等。

哈汉章是黎元洪的重要幕僚与忠实追随者，大约从1919年开始，他受黎元洪之托，成为武汉大学筹

办的具体操作者与实际执行人。“黎前总统原有在武昌设立武汉大学校之计画，由哈汉章筹备一切。”［43］

饶汉祥也是黎元洪的重要幕僚，曾任湖北民政长（省长），他在任湖北民政长时即已成为倡办武汉大学的

重要成员，1919年冬被派往湖北督促与落实武汉大学的筹办工作。刘凤章是黎元洪的黄陂老乡，在武汉

大学的筹办中重点负责与湖北督军王占元的联系，“八年初夏，黎黄陂鼎力筹划，并讬省立第一师范校长

刘凤章氏居中办理，数月以来，颇见端倪”［18］。

在黎元洪主持推进武汉大学筹办的过程中，还涉及多人参与其中开展一些相关工作。据称，1921年

5月黎元洪“愿与回乡诸公如田文烈、周树模等共维之，武汉大学乃决办。黎遂命饶汉祥谋于京津；胡英

初维持于鄂；而筹画一切内部，则由教育厅委傅华甫计画”［44］。这里提及五人，田文烈和周树模与黎元洪

等回乡诸公共议决定维持筹办武汉大学；饶汉祥受命谋划于京津之间；胡英初负责在湖北进行维持；傅

华甫是湖北省教育厅委派筹划武汉大学内部事务的具体负责人。这样也就相当于组建了一个筹办武汉

大学的具体工作班子。

（三） 筹办的主要工作

黎元洪主持武汉大学筹办期间，主要围绕下列事项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第一，物色校长人选。始于1919年，“第一任校长，大约即以哈汉章任之”［43］。起先多数报道均称校

长人选为哈汉章；但后来则几乎异口同声地改称“校长一席，黎颇属意于饶汉祥”［45］。

第二，预定开办时间。1919年称“预定明年三月间筹备完竣”［43］。1920年称“武汉大学之成立，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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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九年（指民国九年，即1920年）后也”［18］。

第三，选择校址。1920年3月开始出现校址选择的信息，原方案为将武昌两湖书院旧址作为该校校

址，“黎氏拟定两湖书院为该校校址”［46］，但当时该地被北洋第二师所占驻。后又传出在南湖另谋校址，

以及校址选在汉口中学、湖北甲种农业学校旧址、汉口武德学院或中德学院等多种说法，校址选择似乎

始终成为纠结无果的一大难题，“该校地点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因从前指定地点，多不适宜，拟在武昌

建筑校舍”［47］。最后，实在难以落实具体地点，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方位，即将校址选定在武昌。

第四，筹措经费。这是武汉大学筹办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大抵经历了两个时段、两种模式选择的筹

款经历。

第一时段发生在1920年之前，大抵选择的是以争取资助为主的资金筹措模式。此时所试图争取的

是两部分资金：一是京汉铁路商股退捐余款，这是中国早期所建的第一条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在建设

过程中招募商股退捐后所剩的余款，数额据称为30万元；二是交通部所拨汉粤川铁路鄂省米捐公股款

项，也就是王韬庵、汤化龙时期极力争取的那部分资金，数额为80万元。这一请求是1919年提出的，具

体内容为“以京汉铁路余款三十万元充作基金，又拨米厘捐银八十万元。所有不足之处，由黎氏捐

助”［43］。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争取到京汉铁路商股退捐余款和汉粤川铁路鄂省米捐公股款项，将这两部

分资金充作武汉大学的基本金，从实际结果看，这一努力最终并未成功。

第二时段从1920年开始，大抵选择的是基本立足自筹的资金筹措模式。倡办者们在争取资金资助

未果的情况下，改用了资金自筹的方式。自筹的形式基本上为捐赠，包括黎元洪自己捐款，托请鄂省当

局赞助，以及动用人脉关系和政治影响向他人募捐。其中黎元洪自己捐赠的最大一笔款项为10万元；在

黎元洪的带头和动员下，1920-1924年间共获捐款33万元，详见表1。

（四） 校名变更传闻与黎公子给国立武汉大学的捐赠

正值黎元洪在1921年轰轰烈烈筹办武汉大学之时，一度传出校名已做变更的消息，称“黎黄陂在湖

北所筹办之武汉大学，因名称狭隘，现已改为江汉大学”［47］。

武汉历史上的确开办过江汉大学，它于1912年由辛亥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人所创立。当时黎元

洪正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领鄂督之职，该校实际上是“由黎副总统批准立案”建立起来的［48］。1913年

宋教仁惨遭暗杀后，该校为袁世凯政府所不容而于当年底被强行解散。也就是说，此时的江汉大学已不

复存在，以至整个民国时期该校也不曾恢复。媒体所传黎元洪将原拟筹办的武汉大学更名为江汉大学

倘若属实，那么他似乎也并非要赓续前缘，恢复前此经他之手开办过的江汉大学。因为果若如此，那么

他必会做出相应的交代与说明；否则只能理解为他只是要启用江汉大学这一校名而重新创办一所新的

大学。

表1　1920-1924年间武汉大学筹备基金捐款一览

序号

1

2

3

4

5

6

合 计

捐赠者

不  祥

黎元洪

王占元

萧耀南

卢永祥

何丰林

张作霖

原 始 报 道

“现已募得七万”

“捐欵十万”

“特助该校洋三万”

“允捐武汉大学开办费万元”

“已允捐助巨欵”

“捐助5万美元”（约合银元12万）

金 额（万元）

7

10

3

1

12

33

文 献 出 处

《神州日报》1920-01-11

《民国日报》1921-02-14

《英文杂志》1921，7（8）

《时事新报（上海）》1924-06-09

《大公报（天津）》1924-06-10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24-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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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遍查文献史料，1921年要将紧锣密鼓筹办中的武汉大学更名为江汉大学的传闻，仅来自极少

数媒体的报道，不曾见到黎元洪本人的直接表态。也就是说，更名传闻是否真实反映黎元洪的想法尚属

两说。总体上看，黎元洪在筹办武汉大学的整个过程中，他所始终衷情使用的校名仍然是“武汉大学”；

即令传闻黎元洪变更校名的1921年，也实际上正是黎元洪“筹备武汉大学之急进”［49］的时期。因而，所谓

黎元洪将筹办中的武汉大学更名为江汉大学，仅仅只是1921年间极少数媒体的一个短暂传闻而已。与

此传闻密切相关，一个意外的惊喜在十余年之后降临于国立武汉大学，即黎元洪之子遵从其父遗嘱而给

国立武汉大学捐款建造了一座颇为时髦壮观的现代体育馆。

1934年3月，黎元洪之子黎绍基携其弟黎绍业致信国立武汉大学，称“先君在世，鉴于武汉最高学府

之缺乏，曾拟创办江汉大学于武昌，收容有志求学之士以期造就。筹款十万元，购中兴煤矿公司股票一

千股（计十万元）作为基金。遭时多故，事未竟而先君弃世。绍基等于先君遗志，不敢辄忘，每思继作，而

力感不足。贵校创办以来，惨淡经营，成绩昭著。拟将此项基金转移贵校，用以培植人才，藉了先君心

愿。”［50］黎公子的致信立即得到国立武汉大学的积极回应，经双方商定，这笔捐款最终在珞珈山校园内建

造了一座以黎元洪之字命名的“宋卿体育馆”。

值得注意的是，黎公子信中所称其父曾拟创办的江汉大学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短暂传闻黎元洪将筹

办中的武汉大学加以改名所称之江汉大学。黎元洪长子黎绍基于1920-192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于1921

年8月受父母之命回国结婚，而此时正是流出黎元洪将筹办中的武汉大学更名为江汉大学传闻的时段，

江汉大学名称应该在他脑海里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于1923年归国后旋即进入南开大学，直至1927年

毕业，而在他尚未毕业之前，约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黎元洪筹办大学的消息即告中止而不再出现。因

此，留在黎绍基记忆中最多的可能还是1921年媒体所称其父拟创办江汉大学。

黎公子所称筹款10万元也极有可能就是前文有所述及、当时媒体报道中所称之“黎公黄陂现捐款十

万元”［49］。首先，从数量上看，遍查黎元洪筹办大学的所有文献史料，他自己“捐款”最大的一笔数额也就

只有这10万元的记载。也就是说，从数量上看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其次，从时间上看，前述媒体报道中

所称捐款10万元的时间为1921年，也正是传闻中黎元洪将拟筹办的武汉大学更名为江汉大学之时。也

就是说，在时间上二者也完全吻合。再次，从捐款用途上看，在黎元洪捐款10万元的那篇报道中，非常明

确地表示这笔款项是拟用于“急进”筹备中的武汉大学的，黎公子最终将之捐赠给了国立武汉大学，在用

途上与其父的遗愿正相符合。总之，黎公子遵从其父遗嘱将10万元捐赠国立武汉大学建造体育馆，对于

武汉大学而言，虽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与圆满完美的结局。

从英美传教士率先使用“Wuhan University”校名，到辛亥革命志士首倡“设立武汉大学”，再到北洋

政府鄂籍要员黎元洪等积极筹办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校名在国立武汉大学正式建立前即已由他们先

期提出并反复使用，同时还经他们的艰辛努力而为尔后国立武汉大学的建立和建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

历史遗产。倡办者们深谙“武汉大学”的深邃内涵与深远价值，始终矢志不渝，奋楫逐梦，他们重教兴学、

锲而不舍的践行努力与奋斗精神，值得我们倍加尊崇、永志不忘，激励我们踔厉奋发，赓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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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Wuhan University And 
Its Founding Attempts

Yan Qinghua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n important fact about the founding attempts of Wuhan University has been unveiled from 

century-old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the name of 

"Wuhan University" had been proposed in three attempts to build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for nearly 

20 years. The first attempt was mad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a proposal for a "joint university" was 

put forward by British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When Wuhan was selected as the site, a "Wuhan Universi‐

ty Plan" was developed, but suspended due to unsuccessful fundraising efforts. The second attempt took place 

after the Wuchang Uprising, when a group of Xinhai revolutionaries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by compatriots to commemo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uprising. Unfortunately, due to a lack of 

funding, this initiative did not come to fruition. However, it did pave the way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al 

Wuchang Business School, which served as a foundation for Wuhan University. The third attempt bega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Wuchang Business School, when Li Yuanhong and other officials from Hu‐

bei Province in the Beiyang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prepare to establish Wuhan University. This effort 

gained considerable momentum, and at one point, there were rumors that Li Yuanhong planned to change the 

institution's name to Jianghan University. Ultimately, he requested his son in his will to donate and build a 

modern gymnasium for the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Key words the founding of Wuhan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Wuchang Business School;National Wu‐

h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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